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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

便利抽样法，选取306名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中文版决策

后悔量表（DRS）、中文版照顾者准备度量表（CPS）、决策冲突量表（DCS）、濒死及死亡质量问卷（QODD）对其进行

问卷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结
果 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为（37.07±14.03）分，有85.95%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存在高水平

安宁疗护决策后悔。不同性别、与患者关系、与医生的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及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

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的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癌

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与CPS总分、QODD总分呈负相关，与DCS总分呈正相关（P<0.05）。与医生的

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死亡准备度、决策冲突、患者

濒死及死亡质量是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癌症晚期患者代

理决策者存在较高水平的安宁疗护决策后悔，且受与医生的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者

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死亡准备度、决策冲突、患者濒死及死亡质量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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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gret regarding palliative care decisions among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and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306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for pallia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us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y were surveyed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cision Regret Scale (DR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aregiver Preparedness Scale (CPS), the 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 (DCS), and the 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 Questionnaire (QOD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factors influencing regret regarding palliative care decisions among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Results The DRS total score for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as 37.07±14.03, among them, 85.95% reported high levels of regret regarding palliative care decisions. Sta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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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RS total scor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for pallia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ith different gend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ient, trust in the physician,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palliative care, and whether they opted for treatments causing patient suffering with limited efficacy (P<0.05). The 
DRS total  sco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PS total score and QODD total scor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CS total score in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P<0.05). Factors influencing decision regret 
of palliative care in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included trust in the physician,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palliative care, whether they opted for treatments causing patient suffering with limited efficacy, 
preparedness for death, decision conflict, and the 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 of the patient (P<0.05). Conclusion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regret regarding palliative care decisions. This 
regret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rust in the physician,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palliative care, whether opting 
for treatments causing patient suffering with limited efficacy, preparedness for death, decision conflict, and the 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 of the patient.

【Key words】 Advanced cancer,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Palliative care, Decision regret, Influencing factors
  2020 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癌症是导致人
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延长人类预期寿命的
重要障碍［1］，癌症已成为危害民众健康与生命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安宁疗护是指在患者临终前、临终
时及临终后，由医疗团队为患者及其亲属提供医疗
护理、疼痛管理、情感与精神支持等服务［2-3］，旨在帮
助患者提升临终生命质量。因癌症晚期患者常受疾
病折磨而难以理性思考，且部分患者会出现认知障
碍，导致决策能力低下，故其医疗决策常由家属或法
定监护人代理完成［4］。然而，对于癌症晚期患者应选
择以延长寿命为目的的非有益积极治疗，还是以控
制症状为目的的安宁疗护，已成为代理决策者的核
心困境——他们需承担巨大挑战与情感负担，极易
产生决策后悔［5］。相关研究发现，代理决策者常在决
策后陷入长期痛苦，其中患者去世后的决策后悔是
其心理困扰的危险因素，会加重丧亲情绪并影响生
活质量［6］。决策后悔在医疗领域被定义为对治疗决
定的悔恨或痛苦，反映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做出选
择时的痛苦，或意识到若做出不同选择可能更有利
的消极情绪［7］。目前，国外学者对癌症晚期代理决策
者的决策后悔研究较多［8-10］，但国内因安宁疗护起步
较晚，针对癌症晚期决策代理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
关注不足，相关研究报告较少。鉴于此，本研究探讨
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现状，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国内管理者制订针对性个
性化干预方案、降低其安宁疗护决策后悔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3—9月
长沙市 3 所三级甲等医院参与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
护决策的 306 名代理决策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已获得癌症晚期患者签署的决策授权书，且被
决策的癌症晚期患者已逝世1个月；（2）为癌症晚期患

者的配偶、子女或父母等直系亲属；（3）对本研究知情
并自愿参与本研究；（4）年龄≥18岁，且知晓癌症晚期
患者的病情。排除标准：（1）存在精神、心理疾病或认
知功能障碍者；（2）近半年经历了重大创伤事件（其他
亲人丧失、患重大疾病恢复期、离异等）者；（3）有医学
背景（医务人员、医学院校老师等）者。根据Kendall样
本量估算方法［11］，样本量应为自变量个数的 5~10倍，
本研究共纳入 25个变量，样本量应为 125~250例，预
计 20%的样本丢失率，应纳入 150~300例。本研究发
放调查问卷 308 份，有效回收问卷 306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9.35%。最终纳入 306名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
策者，其中男性 116名（占比 37.91%）、女性 190名（占
比 62.09%），年龄 23~67（47.77±14.23）岁。本研究已
获得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伦理批准号：HN⁃LL⁃GZR⁃2024⁃073）。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癌症晚期患
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与患者关系、职业、个人月收入、居住地、与
医生的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
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患者年龄、患者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患者是否表达过医疗意愿等。
1.2.2 中文版决策后悔量表：决策后悔量表（Decision 
Regret Scale，DRS）由国外学者于2003年编制［12］，其中
文版由我国学者陈芳等［13］翻译并修订而成，用于测评
个体对自身或他人某项健康相关决策的决策后悔程
度。该量表包括5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进行评分，从“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依次
赋值 1~5 分，其中条目 2 和条目 4 采用反向计分法。
根据各个条目的平均分进行转换，DRS 总分=（所有
条目均分-1）×25。总分越高说明决策后悔程度越
高。其中 DRS总分≥25分为高水平决策后悔，<25分
为低水平决策后悔，0分为无决策后悔［14-15］。本研究
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1，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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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文版照顾者准备度量表：照顾者准备度量
表（Caregiver Preparedness Scale，CPS）是由国外学者
Archbold等［16］编制，经我国学者刘延锦等［17］引入并汉
化，用于评价姑息照护、脑卒中等患者照顾者的死亡
准备程度。该量表包括 8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分，从“非常不符合”至“非常
符合”依次赋值 0~4 分，总分范围为 0~32 分，总分越
高说明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对癌症晚
期患者死亡准备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11。 
1.2.4 决策冲突量表：决策冲突量表（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DCS）是由国外学者O'Connor［18］编制，经我国学
者廖宗峰等［19］引入并汉化，用于评价决策者在面对自
身或患者不同治疗方式选择时的决策冲突水平。该
量表包括决策压力（4个条目）、明确决策价值观（5个
条目）、感知决策有效性（7个条目）3个维度，共 16个
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评分，从

“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依次赋值 1~5分，总分范
围为 16~80分，总分越高说明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
代理决策者的安宁疗护决策冲突水平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4。
1.2.5 濒死及死亡质量问卷：濒死及死亡质量（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QODD）问卷由Patrick等［20］于 2001
年编制，经我国学者刘先锋等［21］引入并汉化，用于评定
从照顾者角度感受终末期患者死亡质量。该量表包括
患者终末期症状和个人护理情况（6个条目）、死亡准
备（10个条目）、死亡时刻（3个条目）、家庭（3个条目）、
治疗意愿（3个条目）及对患者的整体关怀（4个条目）
6个维度，共 2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11级
评分法进行评分，从“极糟糕体验”至“完美体验”依
次赋值 0~10分。总分=有效条目得分相加/有效条目
数×10。总分范围为 0~100 分，总分越高表示患者濒
死及死亡过程的质量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81。
1.3 调查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工具在问卷星平台上
编制调查问卷，并生成问卷二维码。在调查对象填
写问卷前，由 3名经过统一培训且考试合格的研究者
与调查对象逐一电话联系，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调
查对象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内容和意义，获其同意
后发送电子知情同意书和问卷二维码。随后，给调
查对象解释调查问卷的填写要点及每个条目的具体
含义，避免因理解偏差影响作答质量。由调查对象
自行填写问卷，研究者通过微信解答的方式协助其
填写问卷。为保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问
卷填写时间限定为 25~30 min，每名调查对象仅能作
答 1次，问卷有选项未填写的不能提交问卷。问卷收
回后，由3名研究者交叉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共同商议
剔除无效问卷。剔除标准：（1）填写时间少于5 min的

问卷；（2）填写内容呈明显规律性（所有选项一致、按
固定顺序选择等）的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23 软件双
人核对录入数据。采用 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采用 SNK⁃q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分析 DRS 总分与
CPS总分、DCS总分及QODD总分的相关性。采用多
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
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以P<0.05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DRS、CPS、
DCS及 QODD得分情况    306名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
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为（37.07±14.03）分，其中DRS
总分≥25分有263名，<25分有43名，85.95%（263/306）
的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存在高水平安宁疗
护决策后悔；CPS 总分为（23.88±8.45）分，DCS 总分
为（28.72±9.51）分，QODD总分为（52.64±17.52）分，见
表1。

表1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
DRS、CPS、DCS及QODD得分情况（x-±s，分）

项目

DRS总分

CPS总分

DCS总分

 DCS决策压力维度

 DCS明确决策价值观维度

 DCS感知决策有效性维度

QODD总分

 QODD患者终末期症状和个人护理情况维度

 QODD死亡准备维度

 QODD死亡时刻维度

 QODD家庭维度

 QODD治疗意愿维度

 QODD对患者的整体关怀维度

得分

37.07±14.03
23.88±8.45
28.72±9.51

6.02±2.64
6.41±2.95

15.72±5.80
52.64±17.52
10.89±2.59
18.15±12.51

5.44±1.30
5.46±1.28
5.48±1.25
7.26±1.73

2.2 不同特征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

DRS 总分的比较 不同性别、与患者关系、与医生的
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及是否选择造成患
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的癌症晚期患者安宁
疗护代理决策者的 DRS 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男性、与患者关系为父母、与医生的
信任关系为不协调、不了解安宁疗护、选择造成患者
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的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
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较高（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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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不同特征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DRS总分的比较（x-±s，分）

项目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30岁
 30~50岁
   >50岁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与患者关系
  子女
  父母
  配偶
  其他
职业
  事业单位
  工人
  农民
  无业
个人月收入
  <5 000元
  5 000~ 8 000元
  >8 000元
居住地
  城镇
  农村
与医生的信任关系
  完全协调
  部分协调
  不协调
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
  不了解
  大致了解
  了解
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
  是
  否
患者年龄*

  <30岁
  30~50岁
 >50岁
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城镇医保
  农村合作医疗
  自费
患者是否表达过医疗意愿
  是
  否

ｎ

116
190
66
86

154
147
92
67
37

261
8

91
42

151
22
92
89
93
32
56

191
59

181
125
76

156
74
64

169
73
81

225
23
91

192
167
136

3
102
204

DRS总分

39.98±13.87
35.21±14.15
37.87±13.92
37.25±14.05
36.32±13.88
37.21±14.20
37.09±13.99
36.47±14.50
37.44±14.11
37.00±14.02
36.89±13.97
39.21±13.99
42.52±15.10
36.90±13.95a

33.15±13.67a

36.89±14.05
37.05±14.01
37.12±14.03
37.04±13.92
37.11±14.10
37.09±14.04
36.87±13.98
37.05±14.10
37.11±14.00
34.32±13.85
37.05±14.00
40.53±14.27b

41.00±13.99
37.00±14.34
33.73±13.79c

41.87±14.84
32.37±13.77
37.94±14.33
37.20±14.25
36.83±13.79
37.17±14.02
37.00±13.97
36.89±13.99
38.41±14.30
36.97±13.98

t/F值

-2.882

0.320

0.064

0.016

2.830

0.004

0.006

0.037

-3.695

-4.511

-5.215

0.075

0.006

-0.843

   P值

0.004

0.726

0.938

0.984

0.039

0.999

0.994

0.971

  0.026

0.012

<0.001

0.928

0.994

0.399
注：*年龄按周岁进行统计；和与患者关系为父母组比较，a P<0.05；和与医生的信任关系为完全协调组比较，b P<0.05；和对安宁疗护了解程

度为不了解组比较，c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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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 DRS总分与

CPS 总分、DCS 总分及 QODD 总分的相关性 癌症晚

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与CPS总分、

QODD总分呈负相关，与DCS总分呈正相关（P<0.05），
见表3。

表3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

DRS总分与CPS总分、DCS总分及

QODD总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r）

项目

DRS总分

CPS总分

DCS总分

QODD总分

DRS总分

—

-0.237**

0.304**

-0.171**

CPS总分

—

—

-0.235**

0.177**

DCS总分

—

—

—

-0.195**

注： **P<0.01。

2.4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

策后悔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DRS总分为因变

量（连续变量），以 2.2 单因素分析及 2.3 相关性分析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赋值情况

见表 4），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医生

的信任关系、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

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CPS总分、DCS总分、

QODD 总分是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

策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5。

表4 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与患者关系

代理决策者性别

与医生的信任关系

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

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

CPS总分

DCS总分

QODD总分

赋值

以配偶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1=女性，2=男性

1=不协调，2=部分协调，3=完全协调

1=不了解，2=大致了解，3=了解

1=否，2=是
原始值录入

原始值录入

原始值录入

表5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常量

与医生的信任关系

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

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

CPS总分

DCS总分

QODD总分

回归系数

54.829
-4.547
-2.971

1.848
-4.085

2.252
-0.673

SE值

6.546
1.362
0.490
0.344
1.015
0.469
0.134

标准化回归系数

—

0.417
0.184
0.208
0.211
0.301
0.262

t值

8.376
-3.338
-6.063

5.372
-4.025

4.802
-4.754

P值

<0.001
0.011
0.003
0.005
0.008
0.007
0.007

3 讨 论

3.1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安宁疗护

决策后悔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306名癌症晚期患

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为（37.07±14.03）
分，其中 85.95% 的代理决策者 DRS总分≥25分［14-15］，

提示大多数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存在较

高水平的安宁疗护决策后悔。这一比例高于Wen等［22］

报告的台湾地区癌症晚期患者家庭照护者在患者离世

后 18 个月的临终决策后悔率（52.31%），以及 Mack
等［23］报告的父母对患儿临终治疗决策后悔率（41%），

但与祁聪慧等［14］关于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患者家属

决策后悔的研究结果相近。分析其原因：（1）我国针

对癌症晚期患者的安宁疗护决策辅助体系建设起步

相对较晚，且代理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缺乏持续、有

效的体系化支持，导致其在决策时“无据可依”，从而

更容易产生较高水平的决策后悔。（2）我国长期以来

在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方面的社会教育存在缺失，

这使得代理决策者在面对安宁疗护决策时，不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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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较大的认知挑战，也承受着沉重的情感与伦理负

担［5］。本研究中，代理决策者普遍对安宁疗护、临终

关怀及死亡教育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在为患者选

择以实现“优逝”为目标的安宁疗护或选择延续痛苦

的生命治疗后均易出现决策后悔。（3）受传统文化观

念影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对死亡的忌讳与回避心

理，仍存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这导致多数

代理决策者避讳与患者公开讨论死亡，而癌症晚期

患者自身也往往难以表达真实意愿。这种沟通障碍

使代理决策者在做出姑息照护相关决策时陷入矛盾

与压力之中［24］，最终推高其决策后悔水平。因此，医

院及卫生体系管理者应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终末

期患者及其家属开展系统性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

及死亡教育。同时，应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特点，开发

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安宁疗护、临终关怀及死亡教

育的教育方案与决策辅助体系，帮助人们更理性地

认识生命末期议题，促进对患者意愿的理解与尊重，

从而有效降低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

决策后悔发生率与水平。

3.2 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

策后悔的影响因素

3.2.1 与医生的信任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医生

的信任关系是影响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

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即代理决

策者与医生的信任关系越协调，其决策后悔水平越

低。国外学者的研究亦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与医

生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对医生较高的信任度将使选择

安宁疗护的代理决策者决策后悔表现出较低水平，

良好的医患信任关系有助于降低决策后悔水平［23-25］。

癌症晚期患者的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通常与主治医

生有较多接触。积极、协调的医患关系和有效的沟

通，有助于增强代理决策者对医生的信任，并使其更

容易获取和理解相关医疗信息。这为代理决策者在

做出关键决策时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其决策过程更

为理性，从而降低决策后悔水平。因此，癌症晚期患

者的主管医生应重视与代理决策者之间人际关系的

培养，努力营造平等、开放的沟通氛围，根据代理决

策者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选择恰当的沟通方式，

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获取其信任。此外，可选取

可行的可视化决策辅助工具，提高代理决策者对安

宁疗护决策的理解，减轻其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感。

通过上述措施，积极引导代理决策者提高决策质

量［24］，减少其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发生。

3.2.2 对安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

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安宁

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限

的治疗方案是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安

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即代理决策者

对安宁疗护的了解程度越高、未选择造成患者痛苦

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其决策后悔水平越低，这一

发现与祁聪慧等［14］的研究结果相似。Mack等［23］的研

究亦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为患儿选择痛苦而效

果有限的治疗方案的父母，其决策后悔水平远高于

未选择的父母。分析其原因：我国安宁疗护服务起

步相对较晚，相关的系统性课程与公众培训较为缺

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安宁疗护观念的普及与

发展速度，导致公众对其认知度和接受度普遍不

高［26］。在此背景下，部分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

理决策者可能尚未充分理解和接纳安宁疗护的核心

价值，仍倾向于为晚期患者选择以延续生命为目标、

但可能带来显著痛苦而效果有限的治疗方案。这种

选择往往使患者在生命末期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而

患者离世后，代理决策者又可能因目睹其痛苦而产

生深度的决策后悔。基于以上发现，为降低代理决

策者的决策后悔，建议从社会宣传和临床实践两个

层面采取干预措施：在社会层面上，应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互联网及有影响力的电视平台，通过专家专

访、公益短片、开设讲座等多种形式，正面宣传安宁

疗护理念，并适时开展死亡教育，逐步提升公众对生

命末期关怀的认知水平；在临床实践层面上，安宁疗

护团队成员应主动与代理决策者进行深入沟通，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详细分析各种治疗方案的潜在

获益与风险。同时，应合理运用可视化决策辅助工

具，帮助代理决策者全面、理性地理解安宁疗护，了

解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在充分知情的基

础上做出更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决策，最终降低其

决策后悔的发生率。

3.2.3 死亡准备度：本研究结果显示，癌症晚期患者

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 DRS总分与 CPS总分呈负相

关，且CPS总分是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的影

响因素（P<0.05）。这提示代理决策者对患者死亡的

准备度越高，其决策后悔水平越低； 反之，对患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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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准备度不足的代理决策者，其决策后悔水平则更

容易升高，这与 Wen 等［22］研究结果一致。充分的死

亡准备能够促使代理决策者更早地与患者及其家庭

就临终议题展开坦诚沟通，并在决策过程中获得患

者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增强决策的确定性与合理性，

降低代理决策者决策后的后悔程度。相反，对死亡

准备不足的代理决策者往往难以理性看待生命终结

的意义，容易在患者离世后陷入痛苦、内疚与反复质

疑的情绪中，不断纠结于先前决策是否正确，从而引

发较高水平的决策后悔。因此，安宁疗护团队成员

应重视对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死亡准

备度的系统评估。在此基础上，应结合我国社会文

化特点与医疗实际情况，积极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

临终护理与死亡教育干预模式，并通过多学科协作

的方式予以实施，以有效提升代理决策者对死亡的

认知与心理准备水平，从而降低其在安宁疗护决策

过程中的后悔发生率。

3.2.4 安宁疗护决策冲突：本研究结果显示，癌症晚

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DRS总分与DCS总分

呈正相关，且 DCS 总分是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

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这提示癌症晚期患者安

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安宁疗护决策冲突水平越高，

其决策后悔水平亦越高，这与祁聪慧等［14］及 Jeon
等［27］的研究结果一致。受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

社会普遍对“死亡”话题存在忌讳，尤其在患者疾病

终末期，主动谈论死亡的情况较为少见。这种文化

氛围减少了代理决策者理性、科学地认识死亡的机

会，进而影响其在患者临终治疗阶段的抉择。代理

决策者常常陷入伦理困境：帮助患者实现“优逝善

终”，还是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命。这种两难境地使其

难以准确把握并满足患者对生命尊严的真实需求，

可能导致患者在生命末期承受更长时间的痛苦［28］。

无论最终做出哪种选择，代理决策者都可能因决策

后果而产生自责、内疚等负面情绪，从而引发高水平

的决策后悔。因此，安宁疗护团队成员需重视为癌

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提供个性化、有针

对性的决策支持。具体措施：帮助其充分了解各种

治疗方案的利弊与潜在后果；系统性提高其对安宁

疗护理念与服务的认知；鼓励并引导其与患者就生

命意义与临终意愿进行开放、坦诚的沟通，促使患者

准确表达自身偏好。通过上述措施，可降低代理决

策过程中的内在冲突，帮助代理决策者做出更符合

患者价值观的恰当决策，从而减少决策后悔的发生。

3.2.5 濒死及死亡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癌症晚期

患者安宁疗护代理决策者的 DRS总分与 QODD总分

呈负相关，且QODD总分是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

后悔的影响因素（P<0.05）。这表明代理决策者感知

到的患者濒死及死亡质量越高，其决策后悔水平就

越低。较高的濒死及死亡质量意味着患者在生命末

期承受的痛苦症状得到有效控制，能够以相对舒适、

有尊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这种“善终”的

实现，不仅满足了患者对生命尊严的需求，还使代理

决策者对医疗护理服务及自身所做的安宁疗护决策

感到满意，从而显著降低决策后的后悔情绪。因此，

安宁疗护团队成员应高度重视对癌症晚期患者死亡

质量的系统评估，并深入分析影响患者死亡质量的

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借助死亡教育［29］等形

式，帮助患者及其代理决策者更全面、理性地认识生

命有限性和死亡自然性。通过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

惧与负面情绪，提升患者的濒死及死亡质量，最终达

到降低代理决策者决策后悔发生率的目的。

3.3 小结 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存在较高水平

的安宁疗护决策后悔，且受与医生的信任关系、对安

宁疗护了解程度、是否选择造成患者痛苦而效果有

限的治疗方案、死亡准备度、决策冲突、患者濒死及

死亡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但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可

能存在一定的数据偏倚，且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仅

能反映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在某一时点的安宁

疗护决策后悔水平，无法追踪其动态变化轨迹。未

来可扩大调查范围与样本量，并开展纵向研究，以深

入探索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

水平的变化轨迹，从而为国内管理者制订并实施个

性化干预方案、降低代理决策者安宁疗护决策后悔

发生率提供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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